
抗日战争研究如何推进 

关于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 

步 平 

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提议海峡两岸学者共同研究抗战史，大陆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与台湾 

的中正文教基金会从2006年开始，两年一度的两岸共同研讨抗战史的会议已经进行了五届，收获 

良多。 

2015年 11月，两岸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会面中，习近平提议开展抗 日战争共同研究， 

马英九积极响应，称“这是开放的态度”。于是，“海峡两岸共同研究抗战史”更成为学术界热议的 

话题。两岸学者共同研究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的抗 日战争史，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件事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学术，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祖国的统一将有直接的影响。 

中国抗日战争史在两岸学术界都是人们关注的话题，分别有一批学者在进行研究，其间的学术 

交流也早已开始。但应当承认，两岸迄今的抗战史研究，大多数成果都是在学术刊物或学术会议上 

进行各自的表述，亦即从各 自立场出发向对方传达各自的观点。看起来是共同发表或出版，但也只 

能属于浅层次的共同研究，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共同研究”。 

那么，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研究呢?我认为至少应在以下三个层面取得突破，即：实现历 

史资料的共有；基于共同历史史料与事实，共同对历史叙述的不同角度进行交流；在深入交换意见， 

了解与理解对方认识角度的基础上，对单方面的历史视角加以调整或修正。三个层面的工作看似 

容易，其实每一步都需要进行tLtL实实的工作。 

一

、 共同经历与共同记忆 

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考验，甚至使我们发生了凤凰涅巢式的转 

变。近代以来，追求民族复兴，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愿，并进行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 

等一系列的尝试，但困难重重，一路坎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分裂战乱、政治腐败、经济落后的 

中国只能遭受战争苦难；一盘散沙的社会，不可能在与侵略者的殊死战斗中取得成功；只有我们 自 

觉和觉醒，才能使侵略者面对的不再是软弱犹豫的对手，而是强大的不可侮辱和不可征服的中华民 

族。抗 日战争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开始成为 

现实。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抗 日战争的胜利，集中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蓬勃伟力。在伟大的全民族 

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 

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El烽火。在抗El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 

全国各族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基于此，抗 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反抗外 

敌人侵首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历 

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之路的根本动力和成功原因。 

经历了抗日战争的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和平的意义、民族团结的意义、社会进步的 

意义。抗战胜利后我们虽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对和平、团结与发展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成为海峡 

两岸民众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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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虽然存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分，虽然也有各种不同意见与主张的争论，但在国共 

两党合作抗 日的局面下，始终是以中国为一方和以日本为另一方的涉及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既然如此，就需要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思考抗 日战争的意义。我的亲人中有许多是出于对 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的义愤和自身的感受参加抗战的，虽然他们加入了不同党派的部队，但在我的眼里，他 

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在台湾见到过许多抗战老战士，每次与他们谈话，总是充满了感动和敬佩 

的心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两岸的民众对抗战有共同的经历和体验。 

二、不同角度的观察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两岸对抗战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台 

湾作为从1895年起被日本实施50年殖民统治的地区，虽然直到日本军队投降，岛内的抵抗与斗争 

从未停止过，但与大陆抗战的历史记忆是有差异的。当然，更不用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将被殖民的 

历史视为屈辱；另一方面，在大陆亲身参加抗 日战争后到台湾的人们，尽管保留了深刻的关于战争 

的记忆 ，但海峡两岸战后的信息及政治环境毕竟隔离，对抗战史的许多深层问题的认识也不可避免 

地存在差异。所以，尽管在 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华民族逐渐建立了不甘奴役、誓死保卫祖 

国的民族主义的认同，但也要看到民族主义在不同地区的不同表现。特别是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 

使海峡两岸的学者长期不能利用对方丰富的文献资料 ，无法了解对方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当然 

更不可能就不同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这样的局面更强化了两岸对抗战史认识的差异部分，而历 

史认识的共同部分则大部分被掩盖。这是海峡两岸长期没有形成共同研究环境的重要原因。 

2O世纪 8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开展起来。记得在 

1999年，我首次与陈鹏仁先生、刘维开先生和现在已经过世的刘凤翰先生见面，讨论抗战史中的军 

事问题，但这一机会还是在 日本学者卫藤沈吉和山田辰雄先生的努力下实现的。当我们各 自发表 

论文并进行讨论后，相互之间的印象都有明显的改变。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差异，甚至距离还 

很大，但是也有许多的“共同”，甚至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随着交流的深入，两岸学术研究的共同 

点被发现得越来越多，而围绕历史认识的差异也逐渐成为双方讨论交流的对象。 

三、共有历史资料作为第一步 

作为“共同研究”的第一步，历史资料的共有是最重要的工作。 

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来说，台湾保存的史料的确是巨大的宝库。这些年来，大陆学者欣喜地看 

到，台北的“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不少单位，在开放档案资料方 

面确实做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所以，每年都有不少大陆学者前往台湾搜集资料，许多地方 

的阅览室甚至出现大陆利用者多于台湾的现象。如此频繁往来，肯定会对两岸的学术资料共有发 

挥积极影响。近些年来，大陆的档案开放和出版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关心抗战史研究的学者对此有 

目共睹。坦率地说，由于大陆地域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在档案资料开放程度方面，大陆 

与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大陆学者为此也提出了许多更加开放档案资料的意见与建议。最近制 

定的深人开展抗日战争研究的中长期规划中，大陆把资料整理、数字化和对外开放置于最重要的地 

位，相信会对两岸的共同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史料的共有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只要两岸学者和有关部门都有决心，就可以做到。 

事实上，现在比以前就有了明显进展。两岸学者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在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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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从而有了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例如，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资料的交流与共 

享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积极努力，在资料方面各自坦诚相待，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 

经验。 

四、尊重不同视角 

史料对于历史研究工作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真正的历史学者，绝不应当提出没有史料根据 

的结论。不过，即使历史史料基本实现了共有，也不等于对史料的解读、分析和认识就会 自然地形 

成一致意见。因为对同样的历史史料，观察、认识和分析理解的角度是不同的。有人把这样的不同 

提到“历史观”的层面，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一旦从这个层面探讨问题，往往妨碍了两岸学者 

间继续深入研究实际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说对历史史料的认识角度就是“历史观”的话，那么，学 

者间就同一史料的观察、分析角度即“历史观”有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对最根本的历史判 

断，如谴责侵略和战争暴行、维护和平与公平正义等有共同立场的前提下，每个人对历史问题的观 

察、视角都是独特的，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历史集体记忆与观察角度也不一 

样，不可能让所有人保持完全同一的观察视角。学者应当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认真了解对方的观 

察、分析角度，同时反观自己的认识角度，找出其间产生差异的原因，思考是否有可能吸纳不同的认 

识角度而扩展自己的视野。只有将不同视角的观察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才能对自己的观察对象 

有相对完整、全面的、接近客观实际的准确理解。这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当纳入规范的 

学术研究范畴，不应当动辄把历史认识差异的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当然更不应以解决政治问题 

的方式处理学术问题，也就是说，学术问题不要“政治化”。当然，这样不等于说学术问题与政治没 

有关系，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对学者的考验。 

记得在2010年，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 60周年之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 

武所长致辞时提道：大陆方面的学者已经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共同历史研究，我们两岸学者是不是也 

能进行共同研究呢?我当时的回答就是：完全应当，而且完全可以。为什么这样说，我觉得两岸学 

者从 20世纪8O年代开始接触之际，就已经发现在抗 日战争史研究方面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从 

这个意义上看，两岸间就抗战史的共同研究比中日间就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有更好的基础。 

东亚地区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争议是人所共知的，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日本与韩国的学 

者就历史问题开展了共同研究，中El、日韩政府之问也主导了学术性的共同历史研究。为什么能够 

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是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其实存在三个不同层面，即政治层面、感情层面、学术 

层面。在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开始时，我曾收到许多来信，有的表示支持中方学者与 日方斗争到 

底，有的则认为与日本人坐在一起讨论历史问题就是绝大的错误。我理解提出这些意见的人们的 

心情。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参与共同研究的是双方的学者，不是政治家。尽管 

对方学者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与我们有差异，但战后 日本历史学界反思了战争教训，痛恨军国主义的 

罪恶，已不再是战争中的对手。中日历史学者之间的对话是学术研究，不是战场上的角逐，也不能 

仅仅是感情的宣泄。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最大任务不仅是 自己把观点表达清楚，而且需要了解不 

同角度的对方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对不同的历史认识分析鉴别，从而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观 

点。在学术研究领域，即使是对于与自己意见不同的认识 ，也应当倾听和尊重。逐渐披露的历史史 

料和冷静科学的态度，一定会逐渐缩短不同认识的差距。根据参与中日韩历史共同研究的经验，对 

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来说，首先追求的并非立即建立“同一的历史认识”，而是解决史料利用不均衡 

问题，然后是了解观察的不同视角。前者，即史料的共享正是共同研究应努力的方向，相对来说容 

21 



抗 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 1期 

易解决，而后者即观察视角的不同，是影响研究结果的主要障碍，值得深入思考。我们在跨国的历 

史共同研究中，提出了历史认识能否跨越国境的命题。那么，对于海峡两岸来说，是不是也需要学 

者具有“跨越”的意识呢? 

[作者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抗 日战争研究理应重视战争史研究 

杨奎松 

很多年前我就有一个印象：《抗Et战争研究》杂志很少发表研究战争史的文章。现在看，这一 

倾向近几年可能还越来越明显了。查 2010--2015年《抗日战争研究》的发表目录，可知只有很少 

几篇沾了一点儿战史的边儿，其他文章都是谈这场战争方方面面的影响的。 

当然，这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本身的问题。但我相信，所有关心抗战史及中日关系 

的学者都能理解，一方面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 30多年来抗战历史宣传的热度持续升高，许多史 

实和数字明显失真；一方面是中国学界始终没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战各方档案文献史料基础上， 

可以让中日及国际学界信服的战史研究著述，这绝对是中国抗战史研究工作者的耻辱。 

我是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开始接触抗战史的，当时这方面的问题已很明显。人们非 

常强烈地想要知道这场持续了八年的中Et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为什么在正面作战中国、共军队始 

终不是13军的对手，为什么中日交战中方总是伤亡惨重的一方，原因何在?国、共 、日三方军队在军 

事思想、战略计划、作战指挥、部队协同、组织系统、装备火力、后勤补充、兵员配备以及单兵素质方 

面，具体有哪些异同和差距；在双方实力相差极大的情况下，国、共两方究竟谁打得好一些，哪些战 

役或战斗打得好些，哪些时段打得好些，哪些部队打得好些?打得好些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战略 

方针计划问题，是统帅部指挥问题，是前方作战将领的能力问题，抑或是某些部队装备、训练、战斗 

力和士气相对强些?在当时条件下，在过了将近两代人，又长期不能全面客观地研究抗战史之后， 

国人最需要了解一个贫弱、分裂的中国，具体靠些什么人以及如何一仗一仗地顶住了强大13本的入 

侵，把战争坚持下来的。 

当然，抗战战史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曾有过一度热潮。由于先是台湾，后是大陆，集中披 

露了不少国民政府军事档案史料，出版了不少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资料，因而两岸都出现过考察研究 

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的热潮，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一方面战争条件下国民政府所藏的战史 

史料相对有限，散失很多，缺口极大；另一方面，当年国民党军队呈送上峰并得以保存下来的战报史 

料等，包括后来将领的回忆资料 ，都有良莠不齐、水分较多的情况。在缺少其他一手史料，尤其是缺 

少日方史料印证的情况下，要想重建史实，实在问题多多。如台湾官方就曾依靠这类史料编撰过多 

套战史著述，其中仅各种歼敌数字就难以让人信得过。 

与国民党方面战史资料披露的情况相比，中共方面的战史资料可供查阅和利用的相对更少。 

即使在改革开放许多年后，普通研究者往往也只有当年公布出来的战果数字可用。2O世纪 90年 

代末，一份官方发表的中共中央1944年3月21日下发的《关于改变加倍数目发表战果的作法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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